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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项目中的关键行动者
———一个关于清洁工人的民族志

张劼颖，蒋 培
(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 要］在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关键行动者在环境治理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垃圾分类

的项目中，作为人与垃圾、垃圾与收运系统、居民与城市管理者之间的中介，清洁工人就是这样一种关键

行动者。对关键行动者的分析有助于理解垃圾分类的推进机制，回答垃圾分类何以有效展开。本研究

呈现了一个垃圾分类治理项目的民族志，基于对项目实施的过程分析可见: 清洁工人与租户的关系构成

了这一垃圾分类项目执行的重要情境; 简单的设施更换和指令下达难以有效推进清洁工人分类收集、分

类运输的行为; 面对面的交流和培训对于清洁工人的环保意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项目实施忽略

了清洁工人作为外省农民工尤其是以女性为主的主体性身份，导致项目从一开始就难以有效地开展起

来。此外，项目运用的垃圾分类知识体系与清洁工人自身所掌握的话语体系不相衔接，造成清洁工人对

项目实施缺乏积极性。垃圾分类制度的设计和实施应将清洁工人的相关地方性知识和实践纳入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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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强制垃圾分类制度在上海等城市的陆续推行，近年来，新一轮的垃圾分类运动在我国城

乡如火如荼地展开。垃圾分类的推动是一个复杂且困难的社会工程，垃圾分类如何有效推行，成

为了社会科学研究关注的一个焦点。既有研究试图回答，导致垃圾分类成功或失败的因素有哪

些，其机制是什么。有研究直接发问垃圾分类“试点何以失败”，并从政府项目执行的角度分析了

在垃圾分类的推进中，基层政府面临资源紧缺和“目标漏斗”的问题，程式化的运作难免以失败告

终［1］。亦有研究探究垃圾分类究竟如何才能成功推行，基于国内外相关经验提出，明确垃圾处理

当中的各个责任主体，提倡诸如“谁生产谁付费”“生产者责任制”等原则，有助于有效提高回收比

率①; 垃圾分类要从“行政驱动”到“利益驱动”再到“文化驱动”转变，才能取得成功［2］。此外，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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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分析指出，环保意识对于垃圾分类的施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环保宣传教育加上有效监

督和激励，有助于促进居民的垃圾分类①。不过，此类建议近乎显而易见，却未能解释为何以往的

环保宣传成效不彰。有研究发现，居民的垃圾分类意愿远远高于实际行动，行动不仅仅取决于意

愿，还取决于行动的情境便利性［3］。那么，限制垃圾分类行动的情境或者社会条件究竟是什么?

朱迪指出，可持续消费行为，包括垃圾分类的行为在内，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是处于社会框架之下

的，这个框架包括基础设施、供给端、日常活动时间的限制［4］。
既有的关于垃圾分类的研究多为针对居民意愿和行为所做的量化分析以及从政府行为、政策

角度所做的探讨，缺乏足够微观的、细致的质性研究，尤其是，能够体现垃圾分类这一多方互动过

程的复杂性的民族志研究。事实上，垃圾分类不仅仅是一个宏大的政府项目、一项政府政策，还涉

及诸多参与者的日常生活及微观实践。要探索垃圾分类制度何以有效施行，对相关行动者的微观

实践的关照是必不可缺的。换句话说，研究垃圾分类的不同相关行动者是如何参与、如何理解垃

圾分类，细致地分辨其互动过程与机制，有助于我们理解具体的垃圾分类项目为什么会失败或者

如何才能取得成功。
此外，既有研究大多仅把政府和居民作为垃圾分类的行动主体加以分析，这种视角固然不错，

但往往忽略了居民本身所处的“行动者网络”。行动者网络理论 ( Actor-Network-Theory) 作为当今

环境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理论，为理解复杂的环境问题提供了有效的研究进路，这一理论指出: 自然

环境与社会不是截然二分的; 社会事实是在一个由各个行动者共同编织的网络当中联结而生成

的，其中行动者既包括政府、企业等大型机构，也包括普通个人，还包括技术、环境、设施、生物等物

质要素; 行动者无论权力大小、地位高下，皆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共同能动地作用于生态环境 /社
会事实的建构［5］。因此，如果要分析一个环境 /社会议题 ( proposition) ，就需要把它置于行动者的

网络当中加以理解，特别是，分析行动者之间的联结( articulation) 与互动［6－7］。在垃圾治理的行动

者网络当中，有一些关键行动者，看似卑微，实际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清洁工人就是这样的

一种关键行动者。
人类学家罗宾·内葛如此描绘纽约的清洁工人，“如果你幸运，你可以一辈子不需要呼叫警

察，你可以一辈子不呼叫消防员，但是你每天都需要环卫工”，清洁工是“维系资本主义最基本节奏

的重要参与者”［8］1－2。尽管如此，他们“从事的是不被标记的劳动……是不记名的劳动力……被大

众有意识地无视了”［8］1－2。他们从事的是“这个国家最危险的工作之一，每工时的受伤和死亡率比

警察和消防员高得多”［8］24－28。罗宾·内葛的研究道出了这一事实，清洁工人所做的“维系”工作

常常为人所忽视，而实际上，垃圾收集和街道清理已经是一种基本需求，没有清洁工人的这种“维

系”，城市生活是难以正常运转的。
在我国的垃圾分类运动中，清洁工人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最早开展垃圾分类的地区之

一的广西横县，相关项目组的总结就提出，成功建立垃圾分类系统的关键性因素就是清洁工人的

推动作用［9］。在城乡垃圾分类运动中，清洁工人甚至成为了矛盾和争议的焦点。一方面，基层政

府或者物业公司寄望清洁工人，希望他们可以在收运垃圾的同时，顺便担任监督者的角色; 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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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清洁工人常常饱受城乡居民的质疑和指责:“好不容易分好的垃圾，又被清洁工人倒在一起拉

走了，分类白做了”。诸如此类的声音在全国各地非常普遍，清洁工人混合收运的行为成为了一种

象征，居民们借此表达着对垃圾分类制度施行有名无实、形式化的种种担心。

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视角下，就不难理解清洁工人在垃圾分类运动中的关键性。清洁工人直

接面对居民和居民所丢弃的垃圾，一方面，他们是居民与垃圾之间的中介、垃圾与收运网络的中

介; 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居民与市政垃圾管理系统之间的中介。因此，清洁工人是垃圾分类行动者

网络上的关键节点———即使不像其他行动者那样拥有强大的决策权或者话语权，却对垃圾分类的

成败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要更为深入地理解垃圾分类，就需要对清洁工人这样的关键

行动者加以分析。本研究通过民族志方式呈现 A 市的一个微观的垃圾分类项目，分析清洁工人在

其中扮演的关键行动者的角色。

本研究的材料来源于 2012—2013 年笔者在 A 市进行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采用多点民族

志的方法，调查了 A 市的垃圾治理，包括与垃圾污染相关的环保行动以及垃圾分类运动。具体到

本文所描绘的垃圾分类项目，笔者作为核心志愿者( 3 名常驻志愿者之一) 全程参与了这个项目。

此外，笔者还进行了结构式和半结构式访谈，访谈对象除了项目涉及的清洁工人，还包括市政府

“固体废弃物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以及区、街道的垃圾分类负责人员、NGO 人员和相关物业公司

员工。

二、城市垃圾分类运动与清洁工人

2012 年，一方面是“垃圾围城”的压力，一方面是想要“走在全国前列”的动力，加之当地垃圾

反焚运动的刺激，A 市市政府开始施行垃圾分类制度。作为全国较早开始垃圾分类的大城市，A

市对垃圾分类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声势浩大，其力度不亚于 2019 年开始垃圾强制分类的上海

市。不过，和上海市不同，A 市并未强制规定，其做法是对垃圾收运和收费方法进行试点改革，随

后根据难易程度对全市所有社区进行分类，从点到面、从易到难地在全市铺开，辅以对垃圾收运设

备的更新与标准化以及遍布全市公共空间和媒体的大规模宣传。对于垃圾分类制度的执行，A 市

采取各级政府自上而下、层层下达任务的方法，任务以数据化的指标形式下达，并依据基层政府的

完成度，做出相应的奖惩。

在垃圾分类的推动过程中，清洁工人成为了此项政府工程的着力点。为了完成上级政府下达

的指标，A 市各街道、社区、物业公司都对清洁工人的工作赋予了新的要求，要求清洁工人督促居

民进行垃圾分类。此外，有的社区还要求清洁工人采取更强硬的做法，对于没有进行垃圾分类的

家庭，垃圾不予收运，但是，实际上此类举措很难实现。在居民的认知中，清洁工人的职责就是帮

助他们处理垃圾，没有权力去指正居民的行为。在多数情况下，清洁工人最后成为了分类的实际

执行者。例如，一些街道、物业公司直接规定，每获得一桶纯净的垃圾，奖励清洁工人 10 ～ 15 元。

以至于为了得到这桶纯净的垃圾，全靠清洁工人自己进行分类，名曰“二次分拣”。

此外，就算居民非常彻底地进行垃圾分类了，依然需要清洁工人的劳动。例如，厨余垃圾都被

居民装在专门的垃圾袋里，而厨余垃圾的终端处理设施不能连同袋子一起处理，因此，厨余垃圾需

要清洁工人“破袋”，即剪开垃圾袋，把厨余垃圾倒出来，此项工作看似简单，实际上任务甚巨。据

一位物业公司人员测算: 他们社区有 10 000 多居民，3 000 多户，如果每户每天产生 1 袋厨余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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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清洁工人当日增加的工作量是处理 3 000 多袋、总重约 1 700 公斤的厨余垃圾。所以，A 市政

府层层下压指标，部分垃圾分类任务最终落实到了清洁工人身上。从表面看，对垃圾分类、运输采

取计件、计量工资的方式，可以使得清洁工人得到经济上的激励，但实际上，清洁工人不仅增加了

额外的工作量，而且工作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从清扫和运输垃圾到处理垃圾。

三、一个垃圾分类项目中的清洁工人

1． 垃圾分类项目简介

在 A 市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制度的背景下，不同的垃圾分类项目在基层社区纷纷展开。EC 作

为 A 市在垃圾处理领域最有影响力的环保组织，在垃圾治理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包括为市政

府“固体废弃物办公室”提供政策建议以及与多个街道合作开展社区垃圾分类项目。在一栋写字

楼里推动租户进行垃圾分类，是 EC 开展的垃圾分类重要项目之一。

这栋写字楼共有 15 层，租户多为中小型公司，以科技公司为主。写字楼由一个物业公司统一

管理，清洁工人由物业从劳务派遣公司雇佣。EC 选择这栋楼作为试点，基于两个假设: 第一，租户

受教育程度高、更有“素质”，理应更配合垃圾分类; 第二，写字楼产生的垃圾与家庭产生的垃圾相

比成分简单，主要是日常办公产生的废弃物及午餐产生的厨余垃圾等，因而分类应该更易操作。
EC 试图从相对简单的项目开始，探索出来一套行之有效的垃圾分类实施方案。

这个垃圾分类项目大体分为 3 个阶段: 首先，是更换设施和宣传动员; 其次，是多方协商，EC

邀请这栋写字楼的各个利益相关方，包括业主、物业公司、清洁工人以及租户座谈，介绍项目、听取

他们的意见和顾虑; 最后，是培养租户进行垃圾分类的意识，即在扔垃圾高峰期，由志愿者守在桶

边，面对面监督、劝导租户做垃圾分类。这个垃圾分类项目原计划进行时间为半年，最终用了约九

个月的时间，却没能取得全面的成功，整栋写字楼未能形成有效的垃圾分类系统。不过，在面对面

劝导的楼层，当天垃圾分类投放的准确率至少可达 80%。
2． 项目情境: 清洁工人的日常

清洁工人的日常工作以及他们与租户的关系，构成了垃圾分类项目开展的重要情境。这栋写

字楼有 1 个 8 人的清洁工人团队，由 1 位清洁队长带领，团队中有 1 位是男性，其他 7 位都是来自

湖北、湖南、四川的女性，年龄在 40 ～ 60 岁之间。清洁工人的基本工作内容是打扫卫生、清运垃圾，

他们每天清晨、午后各收集一次楼层中产生的垃圾，每位工人负责几个楼层。清洁工人按照排班

计划，每天由 2 位工人把所有楼层的垃圾运往附近的垃圾中转站，垃圾中转站距离这栋写字楼约

有 800 多米的距离。垃圾送达垃圾中转站后，2 位清洁工人需要相互配合，把垃圾车推上中转站的

高台，把垃圾倒出来，再把垃圾车冲洗干净。

与罗宾·内葛描述的纽约清洁工人类似，尽管清洁工人每天在这栋写字楼里忙碌打扫，但是

大多数时候是“隐形”的，只有他们不得不拖着巨大的垃圾袋乘坐电梯、穿行过整栋大楼运输垃圾

的时候，才会引人注意，甚至令人避之不及。清洁工人和租户的关系有一定程度的紧张，不时遭到

投诉，租户会投诉清洁工人的打扫不够及时，例如，“卫生间的垃圾没有及时清理”。有时候，来自

租户的监督细致入微，指出清洁工人“用拖完地的拖把擦楼梯扶手”。来自湖北的女工 Y 有点耳

聋，总是特别警觉，小心翼翼，不敢犯错。反过来，清洁工人也私下会指责租户，因为租户不把垃圾

扔进桶里，或者把茶渣剩饭倒进洗手池，堵塞下水道。Y 也会说租户们“不自觉”“不讲卫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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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摇头一边叹气。
事实上，清洁工人的“隐形”以及其与居民之间的微妙张力，在许多社区当中都存在。如前所

述，很多居民在解释自己为何不做分类时指出，清洁工人最终把垃圾混合起来运输，这样分类就没

有意义了。为了回应这种批评，A 市城管委联合基层政府对全市的清洁工人展开培训，要求他们

做到“分类收集、分类运输”的标准化操作。此外，不乏居民认为，垃圾的处置是清洁工人而非自己

的责任，因为他们已经缴纳过卫生费了。在一次交流中，EC 询问租户对本楼垃圾分类实施的意

见，意外的是，租户们没有如 EC 所期待的那样对垃圾分类本身给出意见，而是趁机投诉和抱怨这

栋楼的清洁服务还不够好。各说各话的原因恰恰在于双方的认知不同。环保组织相信，每个人应

该对自己产生的垃圾负责，而租户的逻辑是，既然我们已经花钱购买了物业公司的清洁服务，那么

垃圾处理就应该由物业公司和清洁工人负责。
除了推动垃圾分类，EC 的项目还有一个理想化的目标: 借这个机会让清洁工人变得“可见”，

改善他们和租户的关系，让他们更受尊重。EC 与 A 市政府在清洁工人的问题上有一个共享的做

法，即利用清洁工人来唤起不愿意进行垃圾分类租户的愧疚感和同情心，通过在宣传中展示清洁

工人恶劣的工作条件，劝导租户妥善处理自己的垃圾，通过垃圾分类给清洁工人一个更加洁净和

有尊严的工作环境。EC 经过调查得知，确实有租户出于对清洁工人的同情而更愿意做垃圾分类。
然而，在这种宣传中，清洁工人的形象只是被纳入“文明”“环保”的话语中来，其主体性及真实处

境依旧是隐而不彰的。
3． 项目受挫: 设施的更换与误用

EC 的垃圾分类项目并没有通过加大清洁工人的工作量来达成分类指标。EC 对清洁工人的

期待是能真正做到垃圾分类运输，不要在运输过程中混合，此外，如果能够对租户的垃圾分类行为

进行劝导和监督就更好。项目伊始，EC 对整栋大楼的垃圾收运设施进行了更新，将普通的垃圾桶

和垃圾车更换为分类垃圾桶、垃圾车。接下来，EC 先是通过物业公司发布正式通知，随后又向清

洁工人当面说明，要求他们进行分类收集、分类运输。然而，清洁工人并没有如 EC 设想的那样，按

要求使用垃圾分类收运设施。
首先，EC 将普通垃圾桶更换为 3 个分类垃圾桶，在每个垃圾桶上贴有类别标示，为了更加醒

目可见，每个垃圾桶上方的墙上还贴着对应的海报。然而，几个月过后，垃圾桶上贴的标志变得残

破，墙上海报或被撕毁，或对应错乱，这意味着清洁工人在摆放垃圾桶的时候，完全没有注意标示，

他们把分类垃圾桶当做普通垃圾桶来使用，更没有去维护它们。
其次，分类运输车的使用情况也类似。EC 将运输垃圾的小车改造成分类车。垃圾车中间焊

上一个隔板，分成了前后两格，再印上标示，分别用于运输“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然而，几个

月后，EC 发现，垃圾车的隔板被全部拆除，不见踪影，清洁工人仍然把改造后的分类车当做普通垃

圾车来使用。EC 不得不着手调查垃圾车隔板的去向，最后发现隔板被清洁工人拆了，理由是垃圾

太多了，垃圾车被隔了之后容量变小、装不下。
前期的挫败，令 EC 意识到，只是简单地交代任务、更换设施，清洁工人是不可能轻易地按照他

们的要求行事，有必要跟清洁工人进行更深入的交流。EC 从拉近感情开始，举行了一次聚餐，通

过一起吃饭来了解和熟悉清洁工人。清洁工人非常高兴，聊到自己的生活，表示最关心的就是远

在家乡的子女。提到垃圾分类，清洁工人都表示完全同意，愿意分类运输，同时又表达了对这栋楼

租户的怀疑，认为让他们改变行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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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项目进展: 培训作为环保宣教

在取得了清洁工人信任和理解的基础上，EC 随后展开对清洁工人的正式培训。培训的目的

有两个: 第一，让清洁工人认识到垃圾分类的必要性，也就是培养一种“环保意识”; 第二，传授给清

洁工人有关垃圾分类的知识，例如，分几类，如何分，在操作中应该注意什么。培训由 EC 成员和志

愿者开展，采取 PPT 演示加讲解的方式，PPT 几经修改、演练，就是为了更加贴近清洁工人的语言

和习惯。

培训会在写字楼里的一间小办公室召开，清洁队长带着 7 位清洁工人来参加。清洁队长非常

强势地命令清洁工人“好好学习”，让气氛一度有点紧张，清洁工人都非常配合，但是不敢大胆地发

言。EC 有 4 人出席，每个人负责讲解不同的内容，还安排了“随堂测试、有奖问答”环节。尽管在

培训过程中清洁工人会走神，但都掌握了基本的分类知识。如预期的那样，有害垃圾危害清洁工

人身体健康这一点，成功引起了清洁工人的注意，他们说从来不知道日光灯管是有毒的，收运过程

中会有危险①，并且说以后要戴上口罩工作。

那么，这些诚恳的交流、精心筹备的培训，对清洁工人产生了怎样的效果呢? 一开始，清洁工

人就同意垃圾分类———事实上，因为是物业公司要求，他们没有说“不”的权利。然而，虽然口头上

同意，清洁工人还是没有将垃圾分类收运。例如，在垃圾分类正确率非常高的楼层，来自湖南的清

洁工 H，会把已经分类好的整袋垃圾放进同一个桶里，再用这个桶把垃圾运往 1 楼的垃圾车。对

于已经分类的垃圾，H 并没有分类运输，她解释道，如果可以把所有的垃圾用 1 个桶运到 1 楼，就

没有必要搬运 2 个桶，更没有必要分 2 次运下去。

事实上，没有“垃圾分类”的意识，并不意味着清洁工人没有垃圾分类的实践; 不知道“可回收

物”的概念，也并不意味着清洁工人不知道有些垃圾可以卖钱，他们努力把这栋写字楼里产生的可

以卖钱的回收物从所有垃圾中挑拣出来。例如，清洁工人知道有一种饭盒可以卖钱，会专门把剩

饭菜倒出来，把饭盒整齐的堆起来———这恰恰是 EC 劝导租户们做的，对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的垃

圾分类。清洁工人还“占领”了残疾人厕所作为储藏室，把能卖钱的物品储藏在里面②。这栋写字

楼的垃圾在垃圾中转站还会经过一次分拣，中转站管理人员会把垃圾袋打开逐一检查，进一步把

可以卖钱的东西挑拣出来。也正因为如此，这位管理员对于垃圾分类项目不无戒备，虽然不知道

具体如何操作，但是担心分类会影响他的经济收益。

那么，清洁工人到底是如何理解垃圾分类的呢? 在垃圾分类初具雏形的楼层，来自四川的清

洁工人 M 在回答垃圾分类的效果如何时，含混地回答“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实际上，经过分

类，M 收集的可以售卖的东西显著增多，收集过程无疑更加方便了，现在她可以直接把一整摞干净

饭盒拿走，而不用从一大堆混合垃圾中一一挑拣出来、倒掉剩饭。此外，这栋写字楼常见的一次性

饭盒有 3 种，以前清洁工人只回收 1 种，在实施垃圾分类后，清洁工人更容易拿到整摞饭盒，因而

受到鼓励，打算拿更多种类的饭盒去卖，“试试看，能不能卖得掉”。不过，清洁工人从不使用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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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日光灯管含汞，如果灯管破碎，汞会被释放出来。日光灯是常见的家庭垃圾，而且在运输的过程中又非常容易被打碎，所以

对于清洁工人来说，是一个普遍的潜在危险。根据城管委的规定，日光灯管作为有害垃圾，需要单独存放，单独收集，收集到一定

数量，由城管委上门收运。然而，目前在实际操作中，灯管还是被市民当做其他普通垃圾一样丢弃进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混合，由

清洁工人收运。在以往的工作培训中，清洁工人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个方面的提醒。
可回收物价钱便宜，少量的可回收物是没有人收购的，不可能每天卖掉，必须要积累到一定的数量，才有人愿意一次性收购。

所以，收集、存储、积少成多，是能够卖出可回收物的关键。而在写字楼等环境里，找到积累的空间又成为了另一个关键。



分类的一套语汇来言说这种情况，例如，他们从来不说饭盒被“分类”出来，而是说:“以前这些饭盒

都是‘压在下面的’，现在‘在上面、不压在里面了’”。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运输过程中，清洁工人注

意到，分类项目后期垃圾总量显著的变少了，他们说，以前“车子堆的很满、很高”，现在“车子很空”，

他们不会把垃圾的减量与垃圾分类直接联系，只是说，“这两天垃圾变少了，有时候多，有时候少”。

总之，从表面上看，这栋写字楼的清洁工人在垃圾分类项目实施以后，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具

备了环保意识，他们固执地使用自己熟悉的语汇来描述垃圾分类带来的变化，甚至不会把这些变

化归功于垃圾分类。清洁工人对于垃圾分类的理解是矛盾的、持续观望的: 一方面，他们担心垃圾

分类会影响本来享有的售卖可回收物的利益; 另一方面，他们又发现 EC 并不打算抢走这些资源，

分类后可回收物的收集似乎更容易了。当然，清洁工人不会直接言明这些想法，因为在这个项目

中，他们意识到自己是没有商议的权力的。而清洁工人的消极应对，最终使得这栋写字楼垃圾分

类项目的效果大打折扣。

四、清洁工人作为关键行动者: 身份、知识与被忽视的主体性

清洁工人的不配合以及表面同意但消极行动的方式令政府和 EC 不解。在政府和 EC 的垃圾

分类“蓝图”中，清洁工人的主体性未被纳入考虑范围。那么，在本案例中，清洁工人的主体性是什

么? 又是如何影响垃圾分类项目的呢?

首先，清洁工人作为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大多来自省外的农村地区。换句话说，无论是 A 市市

政府，还是清洁工人自己，都认为自己并不属于 A 市。就像大多数农民工一样，清洁工人对 A 市没

有归属感，也没有长久留居的打算。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垃圾分类是为了保护我们

的家园”“为了未来”这一类环保宣教，对于清洁工人而言是空洞而无意义的。

与农民工的身份相关的是雇佣制度及其相关的劳动保障问题。事实上清洁工人不但不属于 A

市，就其劳动关系而言，也不属于这栋写字楼。物业公司对清洁工人的雇佣，采用“劳务派遣制

度”。清洁工人受雇于劳务派遣公司，再由公司统一派遣，这种“劳务派遣制度”带来两个显著的结

果: 第一，进一步剥离了清洁工人与其工作地点的情感联系，而这种情感联系越弱，清洁工人就越

难以对其工作地点的环境产生保护的意愿和责任感; 第二，作为劳务派遣工人，清洁工人更容易面

临过度加班、失业、无法享受劳动保障而且申诉无门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利益而非环境保

护就成为清洁工人首要关心的问题，也造成了“环保意识”培育工作的无效。

其次，清洁工人大多为女性。女性加上农民工的身份交互作用，使得清洁工人更难获得尊重。

一方面，女性作为“打扫垃圾者”的刻板印象，令清洁工人遭受一种双重的“污名化”。在这栋写字

楼里，虽然有男性清洁工，但是清洁工人仍被称为“阿姨”。租户发现这栋楼里有任何难以忍受的

脏污，会立即召唤或投诉“阿姨”，处理垃圾被认为是“阿姨”的职责。可是当清洁工人带着垃圾袋

穿过大楼、走进电梯工作的时候( 尽管这是清洁工作中不得不进行的部分) ，又会被视为是对租户

的入侵和不专业，遭到排斥甚至投诉。另一方面，这些女性清洁工人到城市谋生，不得不和在老家

接受教育的子女长期分离，性别角色带来的母亲职责难以实现。在这种撕裂的身份体验面前，“环

保是为了家园，为了子孙后代”的教育就显得空洞。有研究提出，女性在针对垃圾污染的环保行动

中往往挺身而出，一个重要的驱动因素是其作为女性、母亲的身份，特别具有“保护家园”的意

识［10］。对比清洁工人，可知这种分析缺乏阶级的维度。女性清洁工人首先面临的是“何处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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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以及家庭分离的问题，女性的身份及其作为母亲的社会角色，并不必然导向环保意识和行动。

实际上，清洁工人有着自身的垃圾利用知识体系。循环利用的理念对清洁工人来说并不陌

生，如前所述，他们已经在实践着垃圾分类和回收。只不过清洁工人是按照可出售和不可出售的

标准来主动对垃圾进行分类，通过现有的市场销售方式把各种可出售的垃圾挑拣出来并进行规

整、储藏，把无法销售的垃圾统一运往垃圾中转站。清洁工人还掌握着即时、丰富又细微的市场知

识，例如，市场上各种可回收材料是否可卖、价格多少、渠道是否畅通乃至卖之前如何有效分类、预
先处理等。此外，清洁工人是最了解这栋写字楼产生的垃圾的人，对于垃圾的数量、种类、成分、变
化掌握着第一手信息。清洁工人对于租户丢弃垃圾的行为了如指掌，例如，对于不同物品，租户的

使用和丢弃习惯是什么，人们一般何时丢弃何种垃圾到何处，什么设施最方便好用、什么设施过于

麻烦、注定无用。这套知识固然不是“环保主义”的，而是清洁工人出于生计和利益的考量。然而，

这套知识和相关实践，有效地提高了垃圾回收率、减少了垃圾的产生，与环保主义的垃圾分类殊途

同归。如果对于此类知识和实践善加利用，将其纳入垃圾分类体系，用于对租户 /居民的行动的干

预，会令垃圾分类事半功倍。

不过，环保者的垃圾分类知识及其表述，对于清洁工人来说较为陌生，垃圾分类知识的表述以

及教授方式，都使得这些知识难以和清洁工人本身的经验和常识相融合。此外，在垃圾分类的知

识和表述系 统 中，清 洁 工 人 的 地 方 性 知 识 被 忽 视，缺 乏 合 法 性。清 洁 工 人 对 于 这 一 点 心 知 肚

明———即使在很多场景中，清洁工人被明确地邀请提出意见、问题和疑虑，但是他们总是保持沉

默。清洁工人从来没有提及自己已经在做分类，也不会分享自己掌握的信息和经验。尽管经过培

训的灌输，被要求背诵垃圾分类口诀，但在工作中，清洁工人不会使用垃圾分类的话语来言说。加

之，清洁工人不得不被动服从物业公司的命令，没有权力过问工作安排。这些都使得清洁工人在

垃圾分类实践中缺乏积极性和能动性，他们没有直接表达不满的权力，而是通过无动于衷、顽固不

变、听不懂的方式消极处之。

五、结论与余论

无论是在 A 市政府的垃圾分类宏观“蓝图”中，还是在 NGO 的垃圾分类项目实践中，清洁工人

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可以发现，清洁工是人与垃圾、垃圾与收运

系统、居民与城市垃圾管理者之间的中介，因而是垃圾治理行动者网络中的关键行动者。对清洁

工人这一关键行动者的分析有助于理解垃圾分类的推进机制，回答垃圾分类何以有效展开以及其

成功或失败的因素是什么。

由本文呈现的民族志可见，清洁工人成为了垃圾分类运动的一个着力点: 首先，其“二次分拣”

客观上执行了政府的垃圾分类任务指标; 其次，垃圾分类项目寄望于其在收运过程中的监督功能;

最后，其对于垃圾分类设施的使用以及对居民已经分类的垃圾的处理方式，直接影响了垃圾分类

的效果。虽然如此，如果不能认识清洁工人的主体性，有效调动其知识与行动，清洁工人就难以在

垃圾分类的推动上发挥积极效用。进一步而言，以垃圾分类为例可见，对环保意识和环保行为的

培育，必须考虑到行动者所处的社会行动者网络，包括其所处的具体社会情境、身份认同、嵌入的

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其政治经济地位。任何行动者都不是被动地接受环境宣教的客体，不考虑行动

者的主体性、地方性知识和实践的环保教育注定流于空洞、形式，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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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目前《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等生活垃圾分类制度来

看，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被赋予了一系列管理、监督的权力与相应的义务。但从实际情况来

分析，作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之一的清洁工人自身的垃圾分类理念和分类管理行为却没有

被予以重视，导致很多地区的生活垃圾分类只能是有名无实、形同虚设。因此，在制度和机制建设

过程中，必须对清洁工人等一些关键节点的行动者予以考量，将其知识和实践有效地纳入垃圾分

类体系。一方面，在重视清洁工人相关地方性知识和实践的基础上，通过有效的培训或实训机制

促使清洁工人树立垃圾分类理念; 另一方面，在尊重清洁工人主体性的基础上，通过制度与权力的

保障来切实地赋予清洁工人在垃圾分类中的管理与监督权力，提高垃圾分类的管理效率。
此外，在环境治理研究中，本研究也展示了行动者网络理论对于相关议题的解释力。在这一

视角下，环境治理研究不应该只关注行动者网络中有权力的行动者，也不应该孤立地分析某一行

动主体。在垃圾分类议题上，研究者仅仅聚焦居民，将居民或者普通消费者视为垃圾制造的主体，

只关注其意愿或行为，就忽视了居民事实上嵌入了一个更大的生产和消费的经济系统以及多方行

动者所构成的社会网络当中。这就容易致使将系统性的环境问题“个人化”，问题指向显而易见却

缺乏实质意义的建议。行动者网络理论揭示了有的行动者看似“隐形”，缺乏话语权和决策权，实

际上却处于行动者网络的关键节点这一现象。在垃圾分类议题上，不仅仅有清洁工人，废品回收

群体也是这样的一种行动者，他们常常为政策和研究所忽视，实际上却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垃圾

分类运动背景下的废品回收群体也亟待未来更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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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Legal Nature of Consultative Agreement on Ecological Damage Compensation and Its Dispute Resolution Path

LIU Xuezai，LIU Jun
Abstract: The legal attribute of consultation agreement on ecological damage compensation should be administrative contract，
instead of being misinterpreted as a civil contract or a " two-stage structural interpretation theory" which separately characterizes the
actions of administrative organs by stag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judicial confirmation system of consultation agreement on
ecological damage compensation will cause inconsistency in judicial confirmation system and administrative relief theory，and
complicate relief procedure for breach of consultation agreement． The system of civil judicial confirmation of consultation agreement
on ecological damage compensation should be abolished． In the Administrative Compulsory Law of the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and
relevant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it is stipulated that the obligor of ecological damage compensation should sign the terms of
consultation agreement automatically and accept the terms of compulsory execution by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Predicament and Adjustment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Sentencing Plot: Center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Administration
and Justice in the Measurement of Punishment for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JIN Kuangyu
Abstract: As the main carrier of restorative justice concept，ecological restoration mainly exists in the form of sentencing in criminal
cases． It not only plays a role in the form of active implementation by the parties，criminal reconciliation，and consultation on
compensation for damage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etc．，but also may be in the process of collateral civil legal liability
determination and execution of criminal punishment，showing a relatively comprehensive spatial distribution． Various types have
different actual impacts on penal considerations，but there is a phenomenon of confusion in practice． In order to properly handle
restorative justice，it is advisable to make a type distinction between plots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sentencing in stages． The particularity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behaviors relative to the general sentencing circumstances and the
need for uniformity of penal sanctions require that administrative roles be included in all areas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nvolving
penalties，and that the agreements they participate in serve as the basis for determining the facts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scenarios，
supplemented by judicial review And other methods to achieve a reasonable layering of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lot itself，and on
this basis establish the superior value of the direct restoration plot and the alternative restoration plot，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general
sentencing factors，and independent functions in sentencing．
On Public Legal Attribute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Acquisition Obligation of Renewable Energy FENG Yue
Abstract: The acquisition obligation of renewable energy is a kind of compulsory contracting with seemingly contractual orientation
butties essence being public legal obligation． The obligation in private law is derived from administrative law，in which a strong
public law runs through the fulfillment of obligations． Under the public law attribute of the renewable energy acquisition system
arrangement，the government acts not only as macro-regulator but also as the subject of substantive legal relationship． The
government，instead of energy sellers，should be the center of legal relations． Renewable energy producers enjoy the right of
contracting claim under both private law and administrative law． In the case that energy sellers refuse to acquire，the sellers shall
bear the leg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first order，and the government shall bear the second-order legal liability for not performing the
correction and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when the government violates the law during the planning and licensing phase，both must
bear the legal responsibility corresponding to their faults; in the case of force majeure，the government bears the responsibility for
compensation for losses．
Rural Practice of "Internet +" Garbage Classification: A Case Study of X town in Zhejiang Province SUN Xuyou
Abstract: The" Internet +" garbage classification is an innovative way to control garbage pollution in rural areas and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to improve the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The " Internet +" waste sorting governance in X Town of Zhejiang Province
effectively improved the living environment of the village and formed practical experience for reference．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blocked connection between different links of garbage classification and unclear classification processing within the link，the
Internet supervision system is used to intervene in the " Four-step process" of waste classification and release，classified collection
and transportation，classified utilization，and classified disposal to achieve accurate supervision of the entire process of garbage
classifica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garbage classification and treatment， " Three mechanisms " of Effective
monitoring，Accurate assessment and Decision-making basis are formed by using the Internet data analysis function，promoting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waste classification system． Rural " Internet + " garbage classification and its continuous effectiveness，
requiring the integration support of basic settings such as technology，system and facilities． It also needs to be alert to the modern
consumerism，the " power penetration" of Internet technology monitoring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hollowing．
The Key Actor in a Waste Classification Program: An Ethnography on Sanitation Workers ZHANG Jieying，JIANG Pei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or-Network Theory，it could be understood thata series of key actors play the crucial role in the
actor-network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the waste classification campaign，sanitary workers，as a medium between people and
waste，are such key actors． They also work as a mediator between waste and its transportation system，and link local residents with
the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system． Therefore，to analyze sanitation workers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of
waste classification campaign，and to explore how waste classification can work effectively． Drawing on an ethnography of a waste
classification program，this study show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anitation workers and the residents is an important context of the
program; the replacement of the infrastructures itself together with simple instructions can hardly change the sanitation workers'
behaviors of waste collection;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s and trainings to a certain extent can arise the workers'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Ignoring the fact that sanitation workers are migrants and are mainly made of females partly leads to the ineffectiveness of
the program． Moreover，the knowledge and discourses employed by the program are incompatible with the workers' own knowledge
and this resulted in the workers' lack of motivation to do waste classification． Sanitation workers' local knowledge and practice should
be considered and integrated into the waste classification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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